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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结合 19世纪末华侨因为参与鸦片税收承包与鸦片走私成为社会舆论批驳焦点的史实 ,
阐述和分析了爪哇鸦片的输入与鸦片包税制的确立 、 爪哇鸦片走私的兴起以及华侨鸦片包税商在走私
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原因。认为华侨并不是爪哇鸦片走私的唯一参与者 , 欧洲人 、 欧亚混血儿及爪哇
本土人常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无论鸦片税收承包还是鸦片走私 , 最终的受益者都是荷兰殖民统治
者;华侨包税商在荷属印尼历史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都是由荷兰殖民统治的利益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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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19th century , overseas Chinese in Java were criticized for both tax farmering
and smuggling the opium.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ing process of Java opium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x farmering system , the rise of opium smuggling in Java , and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tax farmers in the whole system.The author argues that overseas Chinese , with
Europeans , Euro-Asians , and native Javanese as their partners , were not the only participants of the
smuggling .It is the Dutch colonists who benefited from the tax farmering and smuggling.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tax farmers was decided by the demand of the Dutch colonists.
一 、鸦片的输入与鸦片包税制的确立
爪哇本地并不种植罂粟 , 一般认为鸦片最初是由阿拉伯商人输入爪哇的 , 当荷兰人在 16世





此后 , 爪哇地区鸦片的消费量不断上升 , 到 19世纪 70
年代时 , 鸦片在爪哇土地上几乎是无处不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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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在爪哇具有广大市场:对爪哇社会下层的人们而言 , 鸦片似乎有特殊的吸引力 。19世
纪初一位长期在印度行医的英国医师Willian Moore 在分析鸦片在东方盛行的原因时指出 , 鸦片是
一种节省的药品 , 它使穷人能够忍受吃更少的食物 , 它的花销比酒精饮料或其他消遣品少。鸦片
是东方普通劳动力少数支付得起的慰藉品中的一个 , 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进入西方人习以为
常的音乐厅 、公园 、 图书馆和其他娱乐场所 ,
[ 3]
因此 , 吸食鸦片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寄托 。19世
纪末的一位荷兰官员曾宣布 , 估计有 16%的爪哇人吸食鸦片 。
[ 4]
鸦片对爪哇的上层社会同样具有



















资料 来 源:M. R. Fernado and David Bulbeck ,
Statistical Section , in M.R.Fernando and David Bulbeck ,
eds., Chinese Economic Activity in Netherlands India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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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 , 由政府直接垄断有关鸦片的事务 , 而
这种垄断是通过鸦片包税制来实施的 , 即政府
把在一定期限在特定区域内销售鸦片的权力租让给某些人 (主要是华侨), 由他们替政府收税 ,
这一体制当时在东南亚的绝大多数国家里存在 , 包括暹罗 (泰国)、 越南 、 新加坡及印尼群岛的
一些岛屿等。
爪哇华侨承包政府税收的历史很悠久 , 早在 17和 18世纪 , 他们就控制着过路费和关渡税的
征收 、 盐的制作与销售 , 甚至掌握着北部海岸众多乡村物产与人力的租赁权 。1809年总督丹德
尔斯 (Marshal Daendels)正式建立鸦片包税制之前 , 华侨商贩已在东印度公司和当地统治者的各
种安排下在爪哇制造和销售鸦片两个世纪了 。在丹德尔斯的制度中 , 商人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获
得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制造鸦片与征收鸦片税收的承包权 , 政府则从承包者手中收集税收 , 也从
向承包商出售鸦片中获利 。19世纪荷兰在爪哇的霸权变得更加明确 , 特别是爪哇战争后爪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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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荷兰盾 , 即 florin , 它是荷属东印度时期建立在荷兰盾 (the Dutch guilder)基础上的标准货币单
位 , 其比值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有所波动 , 具体情况参见 John Butcher and Howard Dick ,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 1993 , First published by Scholarly
and Reference Division , ST.MARTIN' S PRESS , INC., New York , N.Y., Pxiv.
部与东部的大量土地如万由马士 (Banyumas)、 岜吉冷 (Bagelen)、 茉莉芬 (Madiun)和柬义里
(Kadiri)等地被荷兰殖民政府所拥有时 , 政府能够实行鸦片税收承包的领域也因此扩展了 。除了
荷兰政府所规定的禁止鸦片贸易的地区外 (the Forbidden Areas), 1832年为止 , 爪哇全部实行鸦
片包税制度 , 此后 , 该制度经过不断演变 , 到 19世纪 60年代成为殖民地主要的制度 , 在种植制
结束后的经济扩展的年份里 , 鸦片包税制发展到成熟 , 其影响也达到最大 。
[ 10]


















　　资料来源:Jan Schmidt , From Anatolia to Indonesia:
Opium Trade and the Dutch Community of Izmir , 1820—
1940 , Nederlands Historisch -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 Te
Istanbul , 1998 , p.28.
　　此后 , 面对猖獗的鸦片走私 , 殖民政府于
1854年取消对承包商鸦片最大供应量的限制 ,
导致进口鸦片数量的极大增长。1855年 , 622箱
鸦片被进口到巴达维亚 , 1861年为 1022 箱。鸦
片进口数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导致鸦片消费量的激
增 , 为此 1862—1869 年间 , 殖民政府又重新限
定承包者所能获得鸦片的最大数额 , 鸦片的进口





损 , 因此 , 1869年政府再次决定以低价无限量
地供应鸦片 , 私人可从政府购买的鸦片显著增
加 , 1869年进口鸦片数量为 704箱 , 1872 年为
2665箱 。1873 年殖民政府又提出一个关于反击
因尝试终止鸦片走私而导致的鸦片消费量增长的
抗议风暴的妥协计划 , 到 1894年鸦片公营局制
度 (the Opium Regie)开始在东印度推行为止 ,
每个鸦片税收承包地区被以每卡帝 (即 catty , 也
即kati , 1 catty 为 620克)30荷兰盾的固定价格分配以最大定量的鸦片 。①1875到 1883年间 , 政




的发展 , 反而使其愈演愈烈 (参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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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的 James R.Rush 的 Opium To Java: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一书第 259页的记载 , 荷兰殖民者在爪哇鸦片交易中所使用的重量单位如下:
1 mata = 0.38 grams (克)= approx.380 milligrams (毫克)
100 mata =1 tahil = approx.38 grams
16 tahil = 1 kati = approx.618 grams




政府 私人 爪哇+马都拉 外岛地区
1871 4258 1737 8987 1008
1875—1879 (年均) 2369 2730 12140 2087
1885—1889 (年均) 1361 3736 15639 4025
1895—1899 (年均) 906 3903 13144 3715
　　资料来源:F.W.Diehl , Revenue Farming and Colonial Finances in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 1816—1925 , in John
Butcher and Howard Dick ,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Farming: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 New York :Scholarly and Reference Division , ST.MARTIN' S PRESS , INC., 1993 , p.216.
从表 3可见 , 私人进口的鸦片数量与总价值明显地超过了政府。政府鸦片进口数量的下降是
爪哇鸦片税收承包政策变化的结果 , 而私人鸦片进口数量的增长则与鸦片走私有必然的关系 。据
估计 , 荷兰殖民政府垄断区域内消费的鸦片约有 60%是走私来的 。
[ 13]
1879年到 1882年外南梦
(Banyuwangi)、巴厘 (Bali)等地驻扎官的记录揭示了每年平均 723 piculs(约为 44681.5公斤)的




洲 、地中海沿岸国家与地区 (the Levant)、中国 、 新加坡等地 。各种各样的人卷入到鸦片走私中:









绍到东南亚 , 对希望事先获得税收的统治者来说 , 他们有不断增长的对国家税收的需要但缺少收
税的现代方式 , 他们不愿意或者同化于华人商业精英或直接卷入税收事务 , 税收承包制为他们提
供了方便。
[ 17]
所以 , 由华侨承包鸦片税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为荷兰殖民者所欢迎的。但是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在政府鸦片税收中承担重要任务的华侨承包商在爪哇的鸦片走私中也扮演着
重要角色 。在殖民档案中 , 有关华侨承包商参与鸦片走私的案例记载不在少数 。19世纪 60年
代 , 岜吉冷的驻扎官 Christian Castens(1862-1864)曾勤勉地收集有关鸦片走私的证据 。在一个
典型的案例中 , Castens发现 , 当地的鸦片包税商 Be Biauw Tjoan仓库里储藏的鸦片是合理储量的
三倍 , 尽管承包者发誓所有的鸦片都是合法的 , 但他无法为自己所谓的因鸦片销售量严重下降导
致鸦片囤积的说法提供证据。承包经营者的帐本也失踪了 , 当帐本最后被拿出来时 , 数据也已经
是修正过的。Castens于是任命一个由当地华人官员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事。但调查委员
会的成员玩忽职守 , 而关于当地华侨承包商以一万荷兰盾贿赂这些调查人员的谣言也四处传播 。
尽管这样 , 调查还是取得一些成果 , 该委员会还是证实了一个大约 800 tahil(约为 30.4 公斤)无
法解释的鸦片的额外数量 , 并揭露岜吉冷的鸦片承包商曾运载非法鸦片到外南梦地区。1864年
殖民总督因为 Be Biauw Tjoan在鸦片走私集团中的关键角色 , 剥夺了他的荣誉身份 , Be和他的许




然而 , 华侨鸦片包税商作为政府授权的鸦片事务的经营者 , 他们为什么要参与鸦片走私呢 ?
个中原因颇值得分析 。
一方面 , 运作鸦片税收承包需要相当大的成本。对承包者而言 , 其成本中最大的部分是支付
给政府的承包费用。“爪哇华侨商人领袖之间为获得鸦片专卖承包的租约和更低的鸦片税收承包
费用的斗争 , 是爪哇社会从任何角度来看激烈竞争的最显眼的一方面” 。
[ 19]
华侨富豪们彼此争斗 ,




源 , 19世纪 50年代鸦片收入构成荷属东印度税收收入的 16.8%, 而在 1861到 1910年之间 , 这
个水平或多或少地保持在平均 15%。
[ 21]
为了获得承包权 , 华侨包税商还必须不时地对荷兰殖民者或当地土著官员 、 贵族进行捐赠
(Sumbangan)。捐赠是爪哇殖民地社会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 , 从欧洲人 、 爪哇王公贵族 、 高级官
员到低级官员 , 几乎没有不接受华侨包税商捐赠的。捐赠的形式五花八门 、不一而足 , 通常包括
在诸如中国新年 、殖民政府行政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日及圣诞节等日子里给荷兰官员送礼 , 或
是向殖民官员或当地土著贵族长期租借诸如家具 、马车和马等之类的生活用品 , 或是以高价购买
政府官员拍卖的私人财产和家具。有时 , 捐赠还包括免费为爪哇贵族提供鸦片等。这种捐赠是被
荷属东印度社会所接受的一种行贿方式 , 它在华侨承包商与一些官员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驻
扎官 C.Castens于 1866年 10月 9日的报告中提到 , 自己任职的扎巴拉与岜吉冷两地有很多直接
行贿的个案 , 并报告总督说 , 不少于 18个驻扎官认同捐赠在鸦片税收承包中起了重大作用。
[ 22]
各种形式的捐赠也是鸦片税收承包商重要的成本支出 。
此外 , 包税商的成本支出还包括加工鸦片的某些建筑 、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 , 还需要或者
拥有或者控制一个零售批发市场网络 , 如鸦片商店以出售鸦片或鸦片窑以提供吸食场所 。除了这
些设施外 , 同样需要包税者控制一个相当大规模的私人警卫力量和一个耳目网络以防止鸦片走私
入侵承包者的领地。所有这些设施都是承包者必须首要考虑的 。
另一方面 , 这种高成本的背后是鸦片税收承包的不稳定性 。对鸦片包税者而言 , 最大的不稳
定因素是政府的鸦片供应 。如上所述 , 为了应对鸦片走私 , 政府的鸦片供应数量是不断变化的 ,
但无论怎样 , 政府提供给承包商的数量都往往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此外 , 爪哇鸦片税的征收是
“从一个更少 、 更分散的人群中收税 , ……鸦片的销售与农民经济情况的季节性变化相联系 , 在
一年中的一些时期 , 由于没有劳力或农民 , 销售就下降 。” 这些情况意味着承包者并不总是赢利
的。
[ 23]
从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 爪哇的经济发展遭遇危机 , 咖啡种植和蔗糖种植先后遭遇病
虫害 , 口蹄疫也袭击了爪哇的牲畜养殖 , 糖与咖啡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下降 , 这给爪哇的鸦片包
税制度带来严重影响 , 不少承包商无法完成鸦片税的征收任务 , 纷纷陷入困境。如梭罗
(Surakarta)的一位承包者 Tio Siong Mo 在 1874年获得承包权 , 1875年再次获得为期三年的承包
权 , 1875年他开始亏损 , 当年他无法完成税额 , 他要求缓期履行他的一部分义务却不被同意 ,
1876年 2月荷兰殖民政府控告了他 , 他们解除了他的合同 , 把他和他的担保人关进监狱 。
[ 24]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 , 虽然荷兰殖民者在一定时间内不得不倚重华侨为自己收取税收 , 但政府
对华侨包税商的经营活动仍进行多方限制 , 如对新客入境严格限制并高额征收人头税 、 对华侨商
人进入爪哇内地及其货物通行爪哇内地进行限制等 ,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鸦片税收承包的经营 。关
于这一点 , 在吧城公馆档案 《公案簿》 中诸多记载 , 如:
和 (荷兰历法 , 即公历)1846 年 6 月 26日 , 拜五 (星期五), 承挨实 (荷兰语 、 英语
Resident , 即驻扎官的意思)命 , 查勘详复关于 1847 年各类下级税收承包章程意见徵求结果一
案:……亚片 (即鸦片) (指承包商)陈甘郎甲 (陈甘郎为人名 , “甲” 是爪哇华侨对华侨首
领的简称)又请云:“因私亚片多从浮炉 (即邦加岛)而入 , 敢恳在浮炉筑高台二处 , 以备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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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关 (吧城地名 , 马来语 Pintu Air , 位于吧城北门附近)防私 , 而往来船只不得乱停别处 , 须停
此二处抑或泊于海外方可 , 如是方有益于亚片 仔 (即 饷 , 马来语 Bea 对音 , 税收的意思);
又拿火者须过十点钟 , 方有益于亚片;若拿火过早 , 致骚客游人懒于出门 , 未免克亏于 ” 。
[ 25]
所谓拿火 , 亦作捉火 , 荷印殖民统治时期 , 吧城当局规定晚上某时 (如三宝垄是晚上六点半)以
后出门者 , 必须持火把 , 或灯笼 , 否则拘禁 。陈甘郎向吧城驻扎官请求 , 将晚上出门拿火把或灯
笼的时限 , 推迟到晚上十点以后 , 主要是考虑到拿火时间过早 , 会影响鸦片的生意 。
因此可以说 , 爪哇的鸦片税收承包是一项高成本 、高风险的投资。在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面
前 , 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 , 税收承包商往往也身不由己地加入到鸦片走私的队伍中去。如 19世
纪60年代中期扎巴拉 、 梭罗 、柬义里等地的驻扎官都表示 , 当地黑市鸦片的价格仅为合法市场
价格的 1 2到 1 4。
[ 26]
为了与黑市鸦片进行竞争 , 承包商往往是通过合法的鸦片部分地满足他们的
需要外 , 剩余的则通过非法渠道 , 这样他们就可以降低价格 , 以此来适应黑市和保持鸦片消费的
水平并最终维护自己的利益。
四 、结语
19世纪中后期 , 荷兰殖民者在爪哇社会发起掀起了一股反鸦片的风潮 , 因为参与鸦片税收
承包与鸦片走私 , 华侨成为社会舆论批驳的焦点 。殖民者认为:鸦片包税制度使华人的经济势力
和社会影响不断壮大 , 对荷兰的殖民统治造成极大威胁。因为 “鸦片专卖者代表了 `主权中的主
权' , 它蔑视有效的监督并触犯法律 , 而且他们的权利与财富腐蚀了殖民统治制度 , 无论是本地
的行政机构 、低级法院 , 甚至欧洲的殖民服务机构都无法幸免” ;
[ 27]
鸦片走私则使鸦片在东印度
泛滥成灾 , 鸦片的上瘾性对人体健康与公众福利潜在着极其不利的影响 , 一时间华侨成为爪哇社
会各种罪恶的渊薮。究竟该如何看待华侨包税商在爪哇鸦片走私中的角色呢?
首先 , 华侨并不是爪哇鸦片走私的唯一参与者 , 欧洲人 、 欧亚混血人及爪哇本土人常常是他




芝丹 (Pacitan)、茉莉芬 、梭罗和万由马士等地鸦片分配的数量急剧减少 , 巴芝丹的鸦片包税商






而在 1881到 1882年间三宝垄驻扎区的鸦片走私案件中 , 不少于 21个欧洲人
出庭受审 , 包括一些妇女 。
[ 30]
此外 , 鸦片税收承包者还雇佣一些爪哇平民充当警卫或保安 (mata
-mata), 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而且对财富充满渴望 。
[ 31]
其次 , 无论鸦片税收承包还是鸦片走私 , 最终的受益者都是荷兰殖民者。
就鸦片税收承包而言 , 一旦取得承包权 , 承包者必须按时按量履行对殖民政府的义务 , 即使
是因此而倾家荡产 , 殖民政府也不会予以通融。如 1872年三宝垄的华人甲必丹陈宗淮在第二次
承包鸦片税收时 , 以极高的价格才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 , 受爪哇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亏了本 , 陷入
困境 , 为偿清承包款不得不拍卖自己的地产 , 最后连甲必丹的位置也只好让出 。
[ 32]
就鸦片走私而言 , 鸦片税收承包者是直接的受害者 , 他们为了应付鸦片黑市 , 不得不降低鸦
片售价以与黑市鸦片竞争 , 有的甚至最终不得不被迫加入走私者的行列。荷兰殖民政府的利益则
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 殖民者最初企图通过增减鸦片进口的数量来控制鸦片走私 , 在无法奏效的情
况下索性放开鸦片市场 , 而以牺牲鸦片税收承包者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 即不断提高鸦片供
应的价格 , 把政府的损失转嫁到包税者头上 。如 1862-1869年间 , 殖民政府为了应对鸦片走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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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减少鸦片的进口 , 另一方面又以市价 2倍的价格向承包商供应鸦片。
[ 33]
1875-1883年间 ,
政府每年平均提供 1600 箱的鸦片 , 远少于 1872年的 2665箱 , 但政府鸦片销售的利润却从 1700
万盾增加到 2800万盾 , 这是因为此时期鸦片进口的价格从每卡帝 (即 catty)20盾减低到每卡帝
13盾 , 政府却始终以每卡帝 30盾的价格向鸦片承包商提供鸦片 , 鸦片包税商的承包费用因此从
1875年的 1000万盾上升到1883年的1050万盾 , 政府因此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利润 , 却刺激了走私
并威胁了鸦片市场秩序。
[ 34]
因此 , 无论鸦片税收承包还是鸦片走私 , 最终的受益者都是荷兰殖民者 , 华侨包税商只是荷





华侨身上的丑恶行径 , 荷兰殖民统治才是印尼人民一切灾难的源泉 。
[ 注释]
[ 1 ] [ 5] [ 6] [ 8] [ 10] [ 13] [ 14] [ 18] [ 19] [ 20] [ 22] [ 24]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5] James R.Rush ,
Opium To Java: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26 , 30 , 28-29 , 26-27 , 24-25 , 66 , 68 , 75-77 , 108-109 , 43-45 , 130-133 , 46-49 , 80 ,
198 , 127 , 77 , 78 , 62 , 20.
[ 2 ] [ 7] [ 9] [ 11] [ 15] [ 21] [ 33] Jan Schmidt , From Anatolia to Indonesia:Oopium Trade and the Dutch Community of
Izmir , 1820—1940 , 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 Te Istanbul , 1998 , pp.1 , 15 , 27 , 28-29 ,
30 , 27 , 28-29.
[ 3 ] David T.Courtwright , Forces of Habit: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ondon ,
2001 , pp.22-33.
[ 4 ] Peter Carey , Changing Javanese Percep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entral Java:1755—1825 , Indonesia , No.
37 , April 1984 , p.33.
[ 12] [ 34] F.W.Diehl , Revenue Farming and Colonial Finances in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 1816—1925 , in John Butcher
and Howa Dick ,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Great Britain , 1993 , pp.212-214.
[ 16] John Butcher, Revenue Farming and the Changing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 in John Butcher and Howa Dick ,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 Great Britain :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1993 , p.24.
[ 17] Anthony Reid , The Origins of Revenue Farming in Southeast Asia , in John Butcher and Howa Dick ,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 Great Britain: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1993 , pp.78-79.
[ 23] Carl A.Trocki , Opium and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l.33 , No.1 , February 2002 , p.309.
[ 25] 侯真平 、 聂德宁:《吧城华人公馆 (吧国公堂)档案》 (丛书), 《公案簿》 第四辑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 , 第 292-298页。
[ 32] [ 印尼] 林天佑著 、 李学民等译:《三宝垄历史———自三保时代至华人公馆的撤消》 ,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
1984 年 , 第 172 页。
65
